2006年刑法新思維研討會新聞稿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修正之刑法新規定將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實施超過半世紀的連續犯、無期徒刑假釋門檻、重罪累犯、公務員定義--等規定，均有重大的變革及新的詮釋。面對歷年來最大規模之刑法修正，人民權益有何影響？刑法修正的思維是什麼？社會治安敗壞，政府應該提出什麼樣的刑事政策因應？為了闡明新刑法的修正方向及重點、掌握刑事政策的脈動，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特規劃「2006年刑法新思維研討會」，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假法務部五樓大禮堂舉行，研討會的議題著重於新刑法的釋義與適用，綜觀本次報名出席人員來自社會各界近700名，可見此一主題所受到的重視。研討會當天有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董事長—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司法院翁岳生院長、法務部施茂林部長等貴賓蒞會指導，各地法院、檢察首長及律師、學術界人士參與，盛況空前。法學大師、司法實務菁英共聚一堂，相互激盪，內容精采萬分。
研討會首先登場的是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董事長－前法務部部長廖正豪的專題講演—「刑法之修正與刑事政策之變遷」。
近年來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正所依據之刑事政策方針，均為前法務部部長廖正豪任內所規劃建立，廖前部長於演講中首先闡述94年刑法修正之重點，並剖析刑法新規定在刑事政策上之考量。廖前部長指出，在法務部部長任內，由於白曉燕命案之發生，同時為精進落實刑事政策，研究美國「三振法案」與紐約市所採取之「破窗理論」，特別在部內成立「檢討暨改進當前刑事政策研究小組」，針對刑事政策作總檢討，將會議結論集結出版；並提出「兩極化刑事政策」的概念。「兩極化刑事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建立在基於國家整體刑事政策的發展，針對重刑犯、累犯及連續犯，採取嚴格的刑事政策；針對輕刑犯、初犯與過失犯，為避免標籤烙印效應，則採取緩和的刑事政策，即所謂「重者恆重，輕者恆輕」。此外，並應同時兼顧「訴訟經濟」與「犯罪被害人之保護」。因此，刑法修正的刑事政策基礎概念，應該是從全體刑事政策，對於所有社會治安問題的有效處理方式來開展的，才能得到更寬廣、更全面的視野與效果。
廖正豪前部長更舉出其在法務部部長任內，諸多以全觀的刑事政策為依據之作法，包括掃除黑金之推動、假釋制度之改革、獄政之革新、三振法案之酌參、緩刑與易科罰金之運用、緩起訴制度之引進、立案審查制與認罪協商制度之研擬、加強被害人保護之機制……，皆是近年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修正之具體內容。除此之外，部分政府沒有繼續實行之政策，廖正豪前部長亦在民間以基金會、社團的力量，繼續推動。包括中輟生學園、毒品戒治新作法、加強法治教育……等工作，以期導正社會價值觀。對照當前社會風氣敗壞，黑金氾濫，治安惡化之現狀，實有許多值得為政者與政策制訂者學習借鏡之處。
至於本研討各場次研討議題摘述如次：

一、「新刑法對公務員權益之影響」研討議題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甘添貴教授指出新刑法對公務員權益的影響，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加以思考：

（一）依修正前刑法，本來具有刑法上公務員身分的人，在修正後身分並沒有改變，仍然具有刑法上公務員的身分時，如有違犯刑法上有關公務員犯罪的規定，仍應依公務員犯罪的相關規定加以處罰。
（二）修正前本來具有刑法上公務員身分的人，在修正後已經不屬於刑法上的公務員時，如未觸犯有關公務員的犯罪，亦未成立其他犯罪，應諭知免訴判決或免其刑的執行；如未觸犯有關公務員的犯罪，但仍成立其他犯罪時，應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的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三）修正前不具有刑法上公務員身分的人，修正後則屬於刑法上的公務員時，因已屬於新修正刑法上的公務員，如有違犯刑法上有關公務員犯罪的規定時，即得依公務員犯罪的相關規定加以處罰。

甘教授認為新修正刑法既然對於公務員的定義，已作重大的變革。這種變革，對公務員的權益到底會發生如何的影響，實有深入加以探討的必要。不過，所謂對公務員權益的影響，問題並不複雜，簡單的說，依照新的公務員定義，如認定何人是公務員，則該人就應受到公務員相關規定的規範。

二、「新刑法從舊從輕之適用爭議」研討議題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曾淑瑜教授指出，就本次刑法修正而言，有關新舊法之適用非單純地僅涉及修正前後條文之對照比較而已，例如「空白刑法補充規範變更之適用」、「繼續犯、狀態犯法律變更之適用」、「牽連犯法律變更之適用」及「連續犯、常業犯法律變更之適用」等問題，不僅在舊法時期即頗受爭議，而迄今仍尚未解決者；或者是因某些犯罪行為及結果、抑基於概括犯意之數行為發生時期橫跨新舊法，可說是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以後，首當其衝必須面對的問題。曾教授更指出，基於人民權利及維持法律之安定性，刑法第二條就突顯其重要性，但刑法第二條修正後，不少學者提出質疑本條修正之必要性。其中最重要之理由乃認為修正理由謂舊法第二條與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無法契合，此乃對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之誤會，為不必要之修正，蓋罪刑法定主義係以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為根基，強調不論是科處刑罰或宣告保安處分，均須以「行為時」之法律規定為準；而第二條第一項適用於從有規定變成無規定，或者是法律規定輕重發生變化之情形，與第一條適用之對象不同，自不發生第二條以第一條為前提之論調。

三、「從新刑法重刑化規範談矯正機關之矯正教化方針

－制度與實務層面的思考」研討議題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楊士隆教授指出，國內矯正工作環境與定位，在刑事政策理論及實務上一直存在很大的落差，長期以來，矯正系統低落的幕僚層級定位，還有超額收容擁擠現象、矯正人力短缺的問題，嚴重影響矯正工作之推展，讓矯正人員深刻感受刑事政策理論與實務的重大落差，而這個落差在95年7月1日新刑法修正施行後的未來將會更加劇烈，面對新刑法重刑化的方向帶給矯正機關諸多的衝擊，包括長刑期受刑人的逐漸湧現與適應問題、受刑人高齡化現象、擁擠窘境趨於惡化、矯正哲學定位模糊、矯正人員工作負荷與壓力沉重，導致士氣低落等。楊教授認為國內近年來重刑化趨勢的底層，蘊含著期待矯正機關為嚴重犯罪問題帶來解決之道，然而不料卻為原本就體質欠佳、搖搖欲墜的矯正系統帶來更大更多的衝擊，楊教授更嚴肅指出，在期待矯正機關發揮教化矯治功能的前提，應先思索矯正制度面的改革方向，包括：（一）矯正系統定位歸屬與專業化方向之檢討；（二）增加對於犯罪矯正工作之投資，紓解矯正機關擁擠及增加合理矯正教化人力；（三）監獄行刑法之研修，納入多元化的矯正理念。當我們真正願意重視並落實矯正制度面的改革，再進一步檢討落實教化處遇實務面的各項改進作法時，才能算是真正體現矯正工作在刑事政策的價值。所以，楊教授特別強調矯正政策是刑事政策之一環，也是社會政策的重要環節，需要社會共同面對、共同解決，任何討論受刑人教化處遇的實務作法，都必須優先解決矯正制度面存在的問題，否則其效果是極其有限的。基此，針對重刑化趨勢下的矯正改革，楊教授分別以「制度面的思考」及「教化實務面的思考」二個方向，供與會員參考。就「制度面的思考」，提出（一）矯正系統定位歸屬與專業化方向之檢討；（二）增加對於犯罪矯正工作之投資，紓解監獄擁擠及增加合理矯正教化人力；（三）監獄行刑法之研修，納入多元化的矯正理念等三項要點。至於「教化實務面的思考」，則提出（一）教化處遇團隊的重組與專精化；（二）發展受刑人危險評估量表；（三）開發暴力犯罪及主要各類犯罪者之可行矯治方案；（四）加強宗教教誨功能；（五）建立受刑人家庭及社會支持網絡；（六）高齡受刑人之輔導照護等六項要點。楊教授同時表示，當社會大眾與主政者真正願意重視並落實矯正制度面的改革，再進一步檢討落實教化處遇實務面的各項改進作法時，才能算是真正體現監獄矯正工作在刑事政策的價值。
※有關本新聞稿電子檔已登載於「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網站（www.tosun.org.tw），歡迎下載運用。 
PAGE  
3

